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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墓地的400年沧桑 

余三乐 

论文提要：利玛窦辞世后，大明朝廷打破惯例，赐予他滕公栅栏墓地。后来相

继作古的来华传教士就葬于他的周围。栅栏墓地渐渐成为一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

公用墓地而享誉全世界。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它遭到毁坏，于“辛丑条约” 签

订之后重建；1966年“文革”中再次遭毁，1978年再次重建。现已成为“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积劳成疾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溘然而逝，终年59岁。 

 意大利离中国远达几万里，回故乡安葬是不可能的。当时客死中国的传教士都

埋在澳门，已成惯例。然而利玛窦的耶稣会同事和中国教友们希望将利公的遗体就

近安葬在北京，以便作为天主教在中国合法存在的证明。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

（Didaco de Pantoja，）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份奏章，李之藻为他的奏章作了精心的

文字润饰。同时，他们将奏章的副本交到了利公生前的好友、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的

手上。叶向高说，尽管外国人在京郊求得一块墓地是没有先例和法律依据的，但是

对利公来说，则是当之无愧的。他表示愿意促成此事。 

万历皇帝曾因喜欢利玛窦进贡的西洋自鸣钟，而破例默许他在北京定居，这次

又痛快地批准赏赐他一方墓地。有的官员对此持异意，他们以“从无此例”来诘问内

阁。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是这样反驳他们的：自古来华的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如

利子者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于是朝廷将一

处称作“滕公栅栏”的地产赐给了利玛窦作墓地。 

经过一年左右的改建和准备，1611年11月1日，•在“诸圣节”的那天，在“滕公

栅栏”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利玛窦最亲密的中国朋友徐光启亲自将其下葬。从此，这

位来自泰西的外国友人就永远与这里的苍松翠柏为伍，“滕公栅栏”这一地名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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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世界了。（图1） 

二十多年之后的1635年，一本名为《帝京景物略》的书，对新建不久的利玛窦

墓地做了描写。书中说，利玛窦的坟与中国通常的样式不同，下面是长方形的，而

且上面是半个圆柱体，下面像个方台，上面像半棵断木。坟后为一六角亭子，供奉

着十字架。后墙的上中下都饰有花纹，上边的像螭龙的尾；中间像蝴蝶的须；下边

的像大象的鼻，砌得异常精美。书中特别写道：在墓地南面的二重院落之前，立有

一架石晷。石晷底座上刻有如下的铭文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

并流。”这架石晷为利玛窦亲手制作，其铭文的意思是：“岁月如梭，已往者不能追

回，未来者也不在我们手中。所以奉劝大家要珍惜现在的时日，多行善，勿做无益

之事。”《帝京景物略》中收集了当时文人名士为利氏墓地而吟诵的诗词。其中谭元

春《过利西泰墓》一首有这样的诗句： 

  “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 

“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意思是说：从万里之遥的国度而来，在京城辞世，利公理所应当地在城西获得

一方墓地。中国不仅疆域辽阔，也怀柔远人，不会让如此之奇人去世后没有葬身之

地的。 

    1630年和1639年，两名参与修改历书的传教士----德国人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和意大利人罗雅谷（Giacomo Rho）先后在北京逝世，他们就安

葬在栅栏墓地中利玛窦墓的前方。1659年，作为利玛窦继承人的中国教会领导人意

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以95岁的高龄逝世，也安葬在利公墓

前。 

清朝入关后，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与顺治皇帝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654年，

顺治皇帝将利玛窦墓地西面的一块大小相等的土地赐予汤若望作墓地。从此“滕公栅

栏”墓地扩大了一倍，在随后的250年中，成为在京逝世的各国传教士（也包括十多

名中国神父）的魂归之地。（图2） 

几十年后，清康熙年间的一位文人尤侗，吟诵了一首描写利玛窦墓地的诗歌。

诗中这样写道：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 

     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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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天主教堂里的音乐奏响了，自鸣钟和西洋琴此起彼伏。阜成门外的

玫瑰花开放了，前来祭奠利玛窦的人们，把酒浇洒在利公的墓前。由此可见，当时

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的周围已建有教堂，周围大片的玫瑰花竞相开放。礼拜之

日，钟、琴交响，前来作弥撒的人们将酒浇洒在地上，祭扫他们所敬爱的利玛窦神

父，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阜城门外的利玛窦墓已经成为吸引文人名士的一处胜

地。 

18世纪末，耶稣会遭罗马教廷解散。“滕公栅栏”墓地和在北京的其他教会产业

一道移交给了法国遣使会。直至1900年为止，陆续有88人在这里安葬。墓地的周

围还建起了教堂、孤儿院和教会医院等等。（图3、图4、） 

1900年夏季，义和团运动波及到北京城，“滕公栅栏”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

倒，砸断，墓穴被挖开，尸骨被焚扬，其它建筑也被毁坏。更为不幸的是，很多无

辜的信教的中国人惨遭杀害。不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

丑条约》规定了赔款4.5亿两白银等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其中还规定要修复被毁坏的

外国人墓地，并刻石碑以示道歉。 

    于是，中国政府出银1 万两，重修了“滕公栅栏”墓地。除利玛窦、汤若望、南

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龙华民、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6人的墓碑分别

树立起来之外，剩下有77尊墓碑被嵌入新建的教堂外墙。根据列强的要求，一方所

谓“雪侮涤耻”的石碑被砌在新建教堂的门楣上方。碑文写道：“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

代传教士之莹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迨议

和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

永为殷鉴。”（图5、图6） 

    从那以后以“滕公栅栏”为中心的教会产业又进一部扩展了。1903年新的教堂盖

了起来。同年在原来的育婴堂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平面图形似“口”字的建筑，创

办了“文声大修道院”（GRAND ST.VINCENT SEMINARY ）。（图7） 

    1910年，在教堂的正西修建一座平面图形似“山” 字的建筑，原设在西安门真

如镜的法国圣母会总院迁至此地。在这幢楼中还创办了“私立上义师范学校”，后又

增设了附属小学。此外，在“山”字楼南建了葡萄酒厂,专门生产作弥撒用的葡萄酒。

在整个滕公栅栏墓地的四周，种上了大片的葡萄，还有为居住在这里的宗教人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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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副食的菜园和菜窖。直至1949年之前，“滕公栅栏”已逐渐发展成了一处以墓地为

主，包括有教堂、神学院、教会学校等多功能的、知名的天主教教会产业。葬入这

处墓地的中外籍神父、修女，以及非神职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图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初，外国教会在华的产业，被当作

外国侨民的财产予以保留。后来，根据政府的法令，将这些产业逐步转归中国天主

教爱国会所有。按照国家关于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法令，1951年，原上义小学由北京

市教育局接收，改名为“马尾沟小学”。1953年，“文声大修道院”停办。除此以外，

马尾沟教堂和墓地在解放初期基本依旧，教堂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的西郊日渐繁华起来。在

阜成门外仅二里的地方保留“滕公栅栏”这处墓地，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时的

主教李君武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感慨地说：“阜成门城墙开了豁口，马路也修起来了，

建了很多新楼。看来墓地也该搬家了。”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看中了“滕公

栅栏”这处距离市区不远而又安静、肃穆，且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的地方。北京市政府

用西郊西北旺的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用10万元购买

了山字形楼和口字形楼两幢建筑，安置了部分无业神职人员的生活。马尾沟小学，

迁至车公庄大街以北，现名进步巷小学。酒厂迁至石景山区重建，即今北京葡萄酒

厂。对于传教士墓地的处理，党校方面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

党校主张将所有坟墓全部迁走，而教会方面人士认为，这样做一是会伤害信仰虔诚

的教徒的感情；二是将影响对爱国进步的神职人员的团结教育工作；三是可能产生

不利的国际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应将利玛窦等六位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传教士的

墓碑保留在原地。 

有关人员为此直接请示了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老同

志回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尊重中国人

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龙华

民、徐日升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而其它传教士和教民的遗骨及墓碑，则迁至

海淀区西北旺乡新辟的16亩墓地内。当时迁走的坟墓一共有837个。原马尾沟教堂

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而嵌在教堂外墙的77尊明清时代的传教士墓

碑，也被留在党校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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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马尾沟教堂停止了宗教活动，成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一座仓库。 

    直至1966年以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地，还是北京市文物局管

理的受保护文物。1958年北京市文物局搞了一次文物普查，对利玛窦墓地做了详细

的考察和记录。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吴梦麟女士，每年都来视察几次，并且向党校

的管理人员介绍三位教士的事迹，宣传文物保护常识。 

    1966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8月某日，新任命的校长高毅民第

一天上班，就不得不接待一批来自附近北京建工学校的红卫兵。这些无知而又狂热

的学生要求：限期三天必须将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三人的墓碑拆掉。 

    党校领导急忙向市委和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请示，可是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怎么办呢？当时在党校负责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员建议，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深埋以

保护起来。 

第三天，建工学校的红卫兵又来了。他们看到墓碑依旧，十分不满。那位工作

人员对他们说，“就等你们来，咱们一块儿拆。咱们挖个坑，把碑埋起来，叫它永世

不得翻身，行不行？”态度激烈却又有些幼稚的学生对这一处理方法表示了认可，于

是就动手干起来。学生们在原来墓地的前方挖了三个1米多深的坑，用绳子将碑拉

倒，用土埋了起来。干了整整一天，学生们满头大汗但又心满意足地走了。 

利玛窦等人的墓地就这样拆毁了，同时墓碑也就是这样被保护起来。这应该说

是相当幸运的了。与此相反，迁到西北旺的传教士墓地，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所

有的墓碑全被捣成碎块，作了农民的建筑材料。  

    1974年，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了的原马尾沟教堂被拆毁。当时党校的一位看门工，

偷偷地将此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北京文物研究所的文物工作者于杰。于杰与吴

梦麟专程来查看了现场。那个时候凭他们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这种行为的。他们只

好请工人将墓碑保存好。他们告诉工人们，在码放墓碑时中间应衬以木条，以免将

碑文磨平。从此原来嵌在教堂外墙的七、八十通传教士墓碑和那方“雪侮涤耻”碑都

散落在院中各处，龙华民、徐日升、闵明我等人的墓碑却下落不明了。 

    1976年10月，一场令人头脑狂热，理智丧失的风暴终于结束了。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先生率学术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欧

洲研究中国协会”举行的会议，会后到威尼斯、罗马等城市访问。意大利方主办者常

常谈到曾在中国介绍几何学、天文学等西方科学做出过贡献的他们民族的优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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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罗马，代表团遇到了一位在利玛窦故乡的一所大学里讲授中文的柯

拉迪尼教授，他也是这次盛情邀请和热情接待中国客人的意大利友人之一。柯拉迪

尼教授对许涤新团长说：上半年，他与身为意大利政府交通部长和意中经济文化交

流协会会长的科隆博先生一道访华时，了解到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地已

被平毁。他转达了科隆博先生和他本人的一个愿望，即按照意大利保存的这座墓碑

的仿制品，用大理石重新镌刻一尊新碑，赠送给中国，重树在原处，以表达对这位

300多年前终生致力于意中文化交流的先哲的纪念。 

许涤新回国后，即向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写了一份报告，汇报

了上述情况，并且建议：“鉴于上述意大利学者和友好人士对利玛窦墓的重视，拟请

院部向中央建议，对利玛窦的被平毁的坟墓，加以修复，保存中西学术交流的一个

重要史迹。是否有当，请考虑。”胡乔木阅后，随即上报给李先念副主席，并注上“请

审批，拟同意”六个字。 

笔者多方寻觅，终于在北京民政局档案室查阅到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在报告

的文眉间，不仅有李先念副主席圈阅的标记，而且，当时另外四位最高领导人华国

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圈阅的标记也赫然其上。 

得到了最高领导层全体的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即于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

员会发出一份题为“关于请修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墓”的函件。函件的全文如下： 

   “在我国元朝（应为明朝－－笔者注），意大利学者利玛窦来中国讲学，后来死

在中国，葬在北京现市委党校院内。现在墓、碑均已平毁。今年九月，我院副院长

许涤新同志访问意大利时，意柯拉迪尼教授反映，意交通部长科隆博今年上半年访

华得知利玛窦墓已被平毁后，表示愿意重新镌刻一个墓碑，希望重新树原处。考虑

到利玛窦曾对沟通中西方文化作出过贡献，因此许涤新同志回国后向中央建议，修

复利玛窦墓，并经华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批准。现将许涤新同志建议的批示的影印

件附后，请批转有关单位办理。” 

鉴于当时的形势，报告特意将利玛窦这位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神父，说成是来

中国讲学的意大利学者。 

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毛联珏看到这一函件后，批示道：“立功同志阅，是否

让民政局主办为好。”便将修复利玛窦墓地的任务下达给了对历史文物并不熟悉的北

京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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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新年伊始，元月13日，在月坛北小街2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内，

许涤新同志主持召开了有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参加的，专门研究如何修复利玛窦墓地

的会议。笔者在民政局档案中抄得了会议记录中的几项要点： 

１、此事中央几位主席已圈阅，同意把墓碑恢复起来，给市委写了函。市委毛、

李书记已批示，由民政局主办。 

２、墓碑在市委党校院内，拟原地原样恢复起来。据夏鼐同志说，原碑砸坏后

埋在党校院内。文物管理局（应为文化局文物处）赵光林知道。尽量用原来的碑，

如原碑不行了，就从（重）新刻。北京图书馆有踏（拓）印的碑文。 

３、就在原地立碑，碑前搞一个长方形的墓就行了。材料经费请北京市解决。 

北京市民政局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力着手准备，他们请文物处负责技术指

导，于是吴梦麟女士又担任了这项工作。她和她的同事们认为，利玛窦、汤若望、

南怀仁三人的墓一直是在一起的，此次应一并恢复为好。 

首要的问题是寻找墓碑。北京市委党校于利玛窦墓地被毁后不久即行解散，这

这时刚刚恢复。吴梦麟在党校房管人员的协助下，挖出了“破四旧”时埋入地下的三

位神父的墓碑。利公碑的正面被钻了若干不太深的小坑；汤公、南公的碑是断裂的，

据上述1958年文物普查的记载，二碑在1958年时即是如此，估计是在1900年毁坏

的。于是，将利公碑的正面磨平后，依照拓片重刻，又按原样用砖砌好。断裂的汤

公、南公二碑分别用环氧树脂胶粘好。三尊原碑可用，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重新树立汤若望碑时，文物工作者颇费了一番心思。在文物普查的记录上，

通常作为碑阳的，镌刻有“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大字的一面朝阴，刻有康熙皇帝祭文

小字的一面反而朝阳。在《北京图书馆馆藏碑帖全集》中，也是这样记载的。按照

文物复原的原则，吴梦麟主张将错就错，保持墓碑被毁前的原貌。于是，不少中外

学者参观后，常常提出“汤若望的墓碑为什么树反了”的疑问。 

时隔一年，耗资一万，利玛窦及汤若望、南怀仁三位外国传教士墓地终于在原

处，基本上以原样修复完毕。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它又恢复了旧日的风采。（图

9） 

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北京市委党校在利玛窦等人墓地的东侧专

辟一院，将原来嵌在教堂外墙，后来散落在院中的石碑中现存的60尊，以及那块作

为历史见证的“雪侮涤耻”碑重又树立起来。北京市文物局还将所有碑文拓印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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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这处明清传教士墓地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图10） 

1993年，西城区文化局出资，将位于党校南墙的原马尾沟教堂的小石门移至利

玛窦墓地的南面。2003年，北京市文物局出资翻修了原“文声修道院”的“口”字形建

筑，保持了该建筑的外貌，并将其公布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图11） 

2004年，意大利使馆转达来了总统钱皮先生将在访华期间参观利玛窦墓地的信

息。为了迎接规可得到访。北京市文物局将原用水泥砌成的、已经有些脱落的利玛

窦墓碑的护衬，该用青灰重新修葺一新。但后来钱皮总统因健康的原因取消了参观。 

2006年，国务院公布“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

12） 

到目前为止，“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共保存有63通墓碑。其中14通属葡萄

牙传教士，11通属意大利传教士，9通属法国传教士，6通属德国传教士，还有捷克

传教士3人、比利时传教士2人、瑞士、波兰、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各1人（按

传教士出生地当今的国家归属统计），另有14通属中国籍教士。 

在意大利籍传教士中，除了上述的利玛窦之外，还有著名的画家和主持圆明园

西洋楼设计的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有参与明末历法改革的天文学家罗

雅谷，有首先到四川传教后来定居北京创建了王府井天主教堂（东堂）的利类思

（Ludovico Buglio），以及建筑师利博明（Ferdinandus Moggi）、医师罗怀忠

（Giuseppe da Costa）等人。 

    这63尊墓碑，不仅铭记着那些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它们本身也是中西

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些曾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的墓碑，一律都享受了非同一般平民

百姓的崇高的荣誉。墓碑的顶部都是螭龙戏珠的造型。墓碑的不同高度表示着墓主

身份的不同等级。不少墓碑都刻有皇帝对当事人去世表示哀悼的圣旨文字。墓碑的

底座的二龙戏珠、祥云、花卉、狮、鹤、鹿、羊，这都是中国人心目中富贵吉祥、

长寿的象征。而碑上的十字架、IHS字样以及拉丁文的碑文则是西方天主教和耶稣

会的标志。 

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滕公栅栏这处古老的墓地，作为一处

启迪人们继往开来的所在，也愈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前来观光、凭吊和进行学术考

察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总理、外交部长等官员、外国驻华

使节，以及来华的学者、教授、宗教人士及旅游者也纷纷来此参观游览。有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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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着北京市旅游地图，按图索骥，找到党校，进来参观。特别是一些中、外的年

轻一代，大、中学校的学生的来访，显示出先人们开创的友谊，将世代传承。 

来自意大利的朋友，对他们的故乡人，开启意中友好的先驱与哲人利玛窦有着

特殊的感情。上自总统斯卡尔法罗、那波利塔诺，总理安德雷奥迪以及因公务访问

北京的各部部长、将军，下至专家、教授、商人及普通的旅游者纷纷来自参观凭吊。

在京的意大利使馆官员和其他驻华、驻京的意大利人士更是这里的常客。（图13）

2010年在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之际，意大利驻华大使谢萨等中外友人纷纷来此，敬

献鲜花，寄托思念之情。 

青石无言，但一尊尊青石刻就的石碑却凝聚了历史的沧桑。它能告诉国人，关

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华民族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不断地

发展壮大；它也能告诉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应该，而且完全可以

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共同进步。 

作为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今日的利玛窦和外国传教

士墓地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连接中国与意大利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窗口

和纽带。（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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